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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理清创新能力与城市网络间的时空关系，以正在发育的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城市间的百度指数和联合专利为变量构建城市网络，从创新产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三方面对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并利用象限图法对二者间的相关性及其时空变化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障碍度模型对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相关阻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二者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但主体形态为低级协调型，仅有成都、绵阳、重庆为高级协调型；二者关系类型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与各城市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低级协调型城市呈带状分布并从西南向东北延伸，高级协调型城市则零散分布在该带状两侧；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的障碍因子中，创新投入波动下降、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波动上升，其中实际利用外资数、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创新环境方面的因素为主要障碍因子。最后从优化节点关系以及整合网络内部资源等方面为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网络；创新能力；障碍度模型；象限图；成渝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C910.35；F207；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22）02-0000-00


Spatial and 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Network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aking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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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larify the time-spac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ability and urban network,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ing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s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urban network by taking the Baidu index and joint patent between cities as variables, and uses the quadrant diagram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 and the change of time-space between innovative ability and urban network from the aspect of innovation output, innovation input,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n this basis, further uses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o identify the obstacle factors relat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network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t the main form is low-level coordination type, only Chengdu, Mianyang and Chongqing are high-level coordination typ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ypes between  urban network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ach city, the lower-level coordinated cities are distributed in a belt extending from the southwest to the northeast, while the higher-level coordinated cities are scatter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elt; and among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nnovation input falls volatility, innovation output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volatility rises, the number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tiliz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the GDP per capita, GDP and innovat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optimizing node relationship and integrating network inter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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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40]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物理距离对城市活动空间位置的约束作用被不断削弱[1]。这不仅使得城市间关系突破了原有的等级制体制开始走向多中心化、网络化，同时也催生了全新的城市创新范式[2]，城市创新能力不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实力，而更多地受到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影响。由此，以网络化为视角研究城市创新便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Cooke等[3]和周灿等[4]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的网络化能够明显提升创新能力与绩效。Huggins[5]则提出了“网络资本”概念。王安民等[6]认为网络主体能够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降低创新要素获取及传递的成本，从而提高创新绩效。“十三五”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文件，明确了以创新为动力、城市群或城市网络为主体的战略格局[7]。
相较于个体城市，城市网络对于创新的主体优势不仅在于其可以通过确立供求关系、要素流通等一系列规则，降低知识或技术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多中心创新主体，改变了过去创新结果由核心城市向次级城市的单向、阶梯式传递[8]。在创新网络中，很多次级城市能够凭借比较优势从而向核心城市进行“逆向传递”[9]；同时由于“小世界”效应，创新成果的非正式传播也时常存在，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网络整体创新能力[10]。如程开明等[11]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论述了城市网络对技术创新的激励路径；高丽娜等[12]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论述了网络外部性对于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动态影响。然而，在现实的创新过程中，这种主体优势是否始终存在？换句话说，城市网络的发展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否始终为正相关？城市网络应如何规划，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从现有研究来看，似乎对这一基本逻辑的探讨并不充分，即使是涉及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关系的探讨，也往往是从正向角度出发，着重论述网络对于创新能力提升的优势，如周灿等[13]基于网络资本视角，阐述了正是由于网络化主体自身的结构优势，从而更好地激发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据此，为了理清创新能力与城市网络间的时空关系，本研究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成渝城市群是国务院2018年确立的我国九大城市群之一，同时也是西南创新先导区以及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对于连接东西部，更好地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并且相较于长三角、京津冀等成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相关研究较少，因而存在更大的探究空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思路
首先以城市间联合专利、百度指数为变量构建成渝城市网络，并依据本研究编制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目标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测度；随后对二者的相关性作出判断，并通过象限图法对其时空关系作出可视化分析；最后，凭借障碍度模型识别阻碍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的相关指标，在此基础上为成渝城市网络日后的发展规划能更好地服务于创新能力提升提出建议。
2.2  研究方法
2.2.1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方法在创新能力测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通过降维的方式识别复杂问题中的若干个主要影响因子，从而实现对问题的剖析。具体公式如下：
Z1=a11F1+a12F2+…a1pFp                                                                            （1）
Z2=a21F1+a22F2+…a2pFp                                                                            （2）
Zn=an1F1+an2F2+…anpFp                                                                         （3）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数据的无量纲化。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计量单位的影响，得到无量纲数据。 
（2）估计因子载荷矩阵。这是因子分析的重要环节，可使用的方法有映像因子法、主成分法、加权最小二乘法和最大似然法等。 
（3）因子旋转。当因子荷载矩阵对主因子解释不清晰、不明确时，可实行正交变换，从而使因子具有明确的意义。 
（4）测算因子得分。通过因子得分函数计算观测因子得分。
2.2.2  象限图法
象限图法能够对各城市变量的协调类型提供一个较为直观的比较方法，计算过程也相对简便，常被应用于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等系统的关系研究，是判别系统关系的重要方法。本研究通过象限图法论述城市网络与城市创新能力两大系统间的时空关系。首先将城市网络(B)与创新能力(P)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新的变量 ZB和 ZP，以 ZB 为 X 轴、ZP 为 Y 轴绘制点集( ZB，ZP) ，形成散点式象限图。根据象限图法，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可分为 4 类：高级协调型、网络优先型、低级协调型和创新优先型。其中，第一象限为高级协调型( ZB＞0，ZP＞0) ，城市网络和创新能力均较高，是双高状态下的同步发展；第二象限为创新优先型( ZB＜0，ZP＞0) ，城市网络通达性较低，而城市创新水平较高，创新能力提升速度快于城市网络的发展；第三象限为低级协调型( ZB＜0，ZP＜0) ，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水平均较低，两者呈现出同步的双低状态；第四象限为城市网络优先型( ZB＞0，ZP＜0) ，城市网络较为健全，而创新能力水平较低，城市网络的发展速度大于创新能力提升;
2.2.3  障碍度模型
以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为检测对象，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阻碍成渝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相关因素。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i=RiWi                                                （4） 
Vi=1−Xi                                                                            （5）
                                                                                （6） 
                                         M=                                     （7）
式（4）中，U为因子贡献度，即因子对目标层的权重。式（5）中：V为指标偏离度；Xi为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式（6）中：m为指标层障碍度，即指标对创新能力的影响；M为准测层障碍度。
2.3  研究区域与数据
以成渝城市群内成都、重庆、自贡、雅安、遂宁、德阳、绵阳、眉山、达州、泸州、遂宁、内江、资阳、宜宾、广安、南充在内的16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所涉及的研究数据包括如下3种类型：
[bookmark: _Hlk94271459]（1）专利授权数据。以创新活动的重要成果——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并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中的地方知识产权局网站、《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收集了上述城市2010年至2019这10年间的发明、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共3种类型的专利授权量，同时选用ArcGIS10.1和SAMv4.0等定量研究工具进行数据处理。
（2）百度指数的信息数据。百度指数为表征城市间信息流强度提供了相对便捷的途径，是构建城市网络的重要变量。本研究文采集两两城市间关注度的年平均数构建成渝地区城市信息网络，数据采集时间段为2010年至2019年。
（3）创新能力评测数据。本研究通过14个变量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所涉及数据均来自历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省经济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
2.4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根据现有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文构建了包含14个变量的创新能力评级指标体系（见表1），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环境3个层面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
表1  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创新能力
	创新投入
	X1公共图书馆总数                                                  X2普通高等学校数                                                  X3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X4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数                                              X5教育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X6R&D经费支出
	个
个
人
人
无
万元

	
	创新产出
	X7专利授权量
	个

	
	创新环境
	X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
X9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X10互联网用户人数
X11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X12邮政、电信业务收入
X13实际利用外资数
X14地区生产总值
	元
万元
万人
亿元
亿元
万元
亿元



3  成渝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测度结果分析
3.1  成渝城市网络构建及分析
当前，构建城市网络选择的主流变量为城市间联合专利数、百度指数、企业总部分部数据、交通客流量等数据。为避免单变一变量效度不足，本研究采用百度指数、城市间联合专利双变量构建成渝城市网络。参考李帅等[14]的研究方法，两两城市间的信息联系强度用A和C两座城市间关注强度的乘积RAC表示。计算公式为：
                      RAC=AC×Ca                                      （8）
式（8）中：Ac为城市A在城市C的用户关注度；Ca为城市C在城市A用户关注度。
为了进行动态可视化分析，将上述分析结果划分为2010、2015以及2019年3个时间节点，并用ArcGIS软件绘制网络分布地图。从图1可以看出，信息流密度在第一阶段内明显大于联合专利，但数值也普遍较低，其中峰值出现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然而未能形成明显的辐射带，说明该阶段城市网络较为松散，尚处于发育阶段。
【图1内，两个分图首行文字“专利”“信息”删】
[image: ]
                        （a）专利                                                   （b）信息
图1  2010年成渝城市网络分布
注：该图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10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从图2可以看出，到了第二阶段，随着成渝城市群规划的正式提出，不仅密度进一步提升，同时催生了成都、重庆、泸州、绵阳等核心辐射点；网络结构得以初步形成；到第三阶段，网络形成了成都-重庆核心辐射带，并且出现大量内部子群，网络结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总体而言，成渝城市网络密度不断提升并且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增长较为迅速，说明城市网络架构日趋成熟。其中，专利网络发展更为迅速。



【图2内，两个分图参照图1加分图题，首行文字“专利”“信息”删】
[image: ]
图2   2015年成渝城市网络分布

同时，从图3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网络在第三阶段不仅形成了成都、重庆双核心，同时绵阳、南充、泸州、德阳等次级城市也能主动双向地参与网络运作并形成内部子群，说明各节点创新合作模式逐渐稳定化。
【图3内，两个分图参照图1加分图题，首行文字“专利”“信息”删】
[image: ]
图3  2019年成渝城市网络分布

然而，成渝城市网络也存在显著缺陷——高度“双核心”化，即成都与重庆无论是在百度指数还是专利网络中，始终保持绝对核心。尽管绵阳、泸州、南充等次级城市成长较快，但其网络地位与“双核心”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意味着由于缺乏中坚城市，从而对核心城市的依赖性过大，成渝城市网络结构的多元性受到了极大破坏。
3.2  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测度结果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法，测度出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10年间的创新能力数值，并分别选取了前、中、后3个时间点的综合数值及排名，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而言，除资阳、广安、绵阳和自贡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基本都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重庆数值增幅最大，较期初增加了4个单位，数值增幅超过3倍；南充排名上升了6位，排名增幅最大；而遂宁与内江的排名下降相对较多。同时，各城市创新能力差异十分明显：首先，成都与重庆不仅数值最高同时增幅也最大，这种过高的中心性极大地限制了整体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其次，作为中坚城市的德阳、绵阳、泸州与眉山，尽管创新能力有所上升，但数值大多仍为负数，并且与重庆、成都间的差距愈发加大，说明其增长乏力，从而无法有效地做到“承上启下”；最后，雅安、资阳以及遂宁等城市，创新基础十分薄弱，增幅基本为负，这表明网络内大量的边缘城市长期得不到发展与重视，从而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不难看出，上述结果与成渝城市网络结构状况基本吻合，这也说明本研究的出发点存在合理性。
表2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创新能力综合数值
	城市
	
	2011年
 创新能力    创新排名/位
	
	2014年
创新能力      创新排名/位
	
	2019年
   创新能力     创新排名/位

	乐山市
	
	-0.767 031
	13
	
	-0.735 763
	11
	
	-0.362 211
	7

	内江市
	
	-0.616 838
	8
	
	-0.610 186
	8
	
	-0.634 840
	12

	南充市
	
	-0.757 239
	12
	
	-0.498 719
	6
	
	-0.309 966
	6

	宜宾市
	
	-0.625 331
	9
	
	-0.663 554
	9
	
	-0.406 251
	9

	广安市
	
	-0.655 222
	10
	
	-0.734 433
	10
	
	-0.675 837
	13

	德阳市
	
	-0.296 884
	4
	
	-0.284 337
	5
	
	-0.006 919
	5

	成都市
	
	3.109 528
	1
	
	3.818 340
	1
	
	6.318 577
	1

	泸州市
	
	-0.080 622
	3
	
	0.010 264
	3
	
	0.212 000
	3

	眉山市
	
	-1.910 921
	16
	
	-0.791 850
	13
	
	0.619 321
	11

	绵阳市
	
	-0.451 683
	6
	
	-0.128 608
	4
	
	0.087 113
	4

	自贡市
	
	-0.311 779
	5
	
	-0.601 635
	7
	
	-0.404 774
	8

	资阳市
	
	-0.800 168
	15
	
	-0.789 494
	12
	
	-0.087 113
	16

	达州市
	
	-0.552 624
	7
	
	-1.248 285
	16
	
	-0.415 280
	10

	遂宁市
	
	-0.686 827
	11
	
	-0.869 241
	14
	
	-0.712 011
	15

	重庆市
	
	1.340 822
	2
	
	2.582 924
	2
	
	5.443 286
	2

	雅安市
	
	-0.769 686
	14
	
	-0.980 924
	15
	
	-0.690 898
	1



4  成渝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分析
4.1  相关关系分析
[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241][bookmark: OLE_LINK11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127][bookmark: OLE_LINK112]依据以上对城市网络和创新能力的测度结果，通过EViews6.0进行面板数据的相关系数分析，从而对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进行判断。计算得知，成渝城市网络与其创新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69，sig=0.000，说明二者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探究二者间的时空关系，对城市网络以及创新能力的测度结果进行标准差标准化（以下简称“标准值”），并运用象限图法进行进一步探究（见图4）。
4.2  象限图分析
（1） 以低级协调分布为主，且大体呈同步演进。成渝城市网络与其创新能力的关系以低级协调为主，即二者间的时空关系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但都处于较低水平。低级协调型城市共有12个，占城市群内城市总数的75%。其中标准值最低的城市为雅安，这主要是由于其位于四川贫困山区，经济基础薄弱、创新水平较低，加之处于成渝网络边缘，接收网络正外部性能力十分有限，因而很难实现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其次，仅有宜宾一座城市属于创新优先型，这可能与该城市发展规划转型有关。宜宾曾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白酒与煤炭是其过去的支柱产业，然而近年来宜宾进行城市转型，将经济增长的动能落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新兴产业，在此发展理念下，城市科技产业发展自然优先于城市网络建设。此外，仅有成都、重庆属于高级协调型城市。其中，成都标准值最大且P值远大于B值，这可能是由于成都拥有众多核心创新资源而使其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快速提升，但成渝城市群与成都都市圈规划起步较晚，相关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设计尚处于发育阶段，因而城市网络发展速度滞后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总体而言，除成都外的其余15个城市，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标准值大致平衡，再次证明了二者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
（2）低级协调型城市呈带状分布，高级协调型城市则分散分布。首先，成渝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间的关系类型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低级协调型城市呈带状分布并从西南向东北延伸，而高级协调型城市则分散在该带状两侧。其次，关系类型的地理分布与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基本吻合，如成都、重庆、绵阳作为该地区体量前3名的城市，城市网络构建与创新能力都处于领先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城市能够通过完善的发展规划，使得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二者间呈现出和谐共赢的发展关系；而诸如泸州、乐山、内江等城市，尽管近年来城市发展增速不断加大，但由于基础过于薄弱，因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很好地协调城市网络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间的关系。最后，关系类型的内部子群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如由成都、眉山、德阳、资阳组成的成都城市圈，其标准值明显领先与其他城市圈，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随着“成德一体化”以及成都城市圈规划的成功实施，全面加速了其内部交通网络建设、部分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城市发展间的全面合作，从而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网络的通达性，也为各城市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相反，尽管泸州、达州邻近重庆，但由于缺乏类似成都城市圈的区域整体规划，极大地影响了重庆对上述两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该子群整体标准值偏低。
[image: ]
                     图4  成渝城市网络与创新能力间关系象限

5  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时空演变的障碍因子分析
5.1  准则层障碍因子
根据障碍度模型计算出成渝城市群2010－2019年创新能力准则层障碍度，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见，创新产出与创新环境的障碍度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而创新投入则与此相反，在初期障碍度较大，2014年以后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到了2014年以后，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切换，即创新驱动将是日后发展的主动力，创新相关指标由此纳入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范围，加之此时成渝城市群规划的正式提出，党中央明确了其作为西南创新驱动先导区的战略定位，从而使得成渝城市群各地政府纷纷加大了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因而该层面的障碍度自此以后有了较为明显的降低。其次，创新产出之所以成为当前最大的阻碍因素，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本研究仅通过专利衡量创新产出所带来的度量偏差。因为就目前而言，成渝城市群的创新投入主要是流向国有单位，创新产出大多不是以专利的形式得以体现，从而造成测度的遗漏。但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作为一种生产过程，投入的持续改善却没有在产出层面得以回馈，说明成渝城市群创新投入的方式和资源流向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创新环境尽管在中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总体而言，障碍度仍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与成渝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密切相关。正如以上分析，成渝城市群面临着“中级城市塌陷”的困境，大量的创新资源如国家级实验室、高等科研院校以及创新经费高度集中在成都、重庆以及绵阳，创新要素地理分布的严重失衡加之当前网络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并未在制度层面上得以确立，使得创新环境迟迟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
表3  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准则层障碍度
	年份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环境

	2010
	0.166 657 518
	0.206 408 371
	0.147 680 173

	2011
	0.171 341 796
	0.166 722 264
	0.128 210 997

	2012
	0.169 026 021
	0.189 139 155
	0.117 441 342

	2013
	0.140 734 831
	0.187 111 062
	0.128 050 076

	2014
	0.155 999 417
	0.190 893 573
	0.117 472 985

	2015
	0.133 696 542
	0.231 641 169
	0.132 589 054

	2016
	0.130 539 901
	0.228 496 482
	0.148 060 141

	2017
	0.127 822 741
	0.213 535 188
	0.151 498 531

	2018
	0.125 790 653
	0.238 680 151
	0.175 246 229

	2019
	0.124 569 846
	0.230 365 465
	0.170 266 565



5.2  指标层障碍因子
[bookmark: _Hlk68887708]本研究选取了2010、2014以及2018年排名前五的指标层障碍因子，如表4所示。由表4可见，过去10年间，阻碍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指标层面因素尽管排名有所变化，但始终都为实际利用外资、人均GDP、在校学生数、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以及地区生产总值，并且除了普通高校在校生数（X2）外，其余因子都来自于创新环境，表明创新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一困境严重阻碍了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实际利用外资（X13）始终为最大的障碍因子，这一方面是由于成渝城市群处于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相较于沿海城市群显得较为有限，造成了可利用外资数量不足；同时成渝城市群尚处于发育阶段，发展更多地依托政府力量，从而市场能够发挥的空间较为有限。其次，当前的创新行为与发明创造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创新行为不仅包含了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更延伸至市场销售，因此市场体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尽管成渝城市群拥有成都、重庆两座“新一线城市”，但其余各节点经济体量普遍较小，如网络内排名第三的绵阳，年生产总值也未超过2 000亿元，故而相较于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腹地市场体量较小，加之对外开放性较差，所以人均GDP（X8）和地区生产总值（X14）便成为创新能力的重要障碍因素。最后，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X2）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障碍因素，可能是由于成渝城市群内的重点高校如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悉数集中在成都与重庆，其他城市的高校质量相对较差，同时优秀人才回流也较为困难，从而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
表4  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
	    2010年
      因子          障碍度
	
	  2014年
因子            障碍度
	
	  2018年
因子           障碍度

	实际利用外资
	17.48%
	
	实际利用外资
	22.68%
	
	实际利用外资
	18.31%

	人均GDP
	12.33%
	
	人均GDP
	14.58%
	
	在校学生数
	15.82%

	地区生产总值
	8.30%
	
	在校学生数
	10.30%
	
	人均GDP
	13.20%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8.10%
	
	地区生产总值
	7.31%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10.44%

	在校学生数
	6.20%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5.81%
	
	地区生产总值
	5.34%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对城市网络和创新能力间关系的研究进行补充，本研究以成渝城市群为例，对2010年至2019年10年间其城市网络及创新能力的时空关系进行了探讨，并通过障碍度模型对阻碍成渝城市网络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进行了识别。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成渝城市网络与其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但其主体形态为低级协调型，全网络内仅有成都、绵阳、重庆为高级协调型，说明成渝城市群当前的城市网络规划并未很好地服务于创新能力的提升。
（2）创新能力与城市网络的关系类型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与各城市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低级协调型城市呈带状分布并从西南向东北延伸，高级协调型城市则零散分布在该带状两侧。
（3）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准则层障碍因子中，创新投入波动下降，而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波动上升，并且前者数值最大；从指标层障碍因子来看，实际利用外资数、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始终占据前5位，其中实际利用外资数为最大障碍因子，并且上述因子主要来自于创新环境，说明创新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一困境严重阻碍了成渝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提高。
基于以上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成渝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使其真正成为西南地区创新驱动的先导区，本研究认为成渝城市群在其未来的城市网络规划中应做好如下几点：首先，充分发挥成都、重庆两座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与其周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以此扩大成都、重庆城市圈创新辐射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弥补因“中部城市塌陷”带来的困境[15]。其次，构建网络内各节点在科研、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框架，尽量做到统一部署、标准一致、资源共享，以及建立成渝城市群利益共享机制，如成立成渝城市群专门投资基金，按照区域总体发展规划与各城市实际情况酌情投放资金，制定科学合理的地区生产总值及税收分成办法，避免各节点为某一项目出现恶性竞争从而出现囚徒困境[16]。最后，成立对成渝城市网络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专职部门。一方面通过建立外部人才引流机制，吸收各地创新人才，从而解决在创新过程中因缺乏尖端人才而导致创新能力提升缓慢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网络内各城市公共服务互认制度以及人才转移优惠制度[17]，使得人力资源能够充分流动，尤其是流向次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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